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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研究 40 年思潮
摇

刘跃进

摇 摇 摘摇 要: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文学研究方向明确,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 首先,在文学

理论热点方面,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理论研究仍居指导地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

究成为近年研究的热点,文学理论基础问题的研究有所增强,跨学科研究逐渐兴起。 其次,在
当代文学思潮方面:学界围绕当代文学创作展开了许多相关理论问题的研讨,有针对性的文学

批评工作日益活跃,学界开始总结探索中国当代文学经验,新兴媒介所引发的许多新文学的现

象受到关注。 再次,在文学史及文学史料研究方面:纵向的历时性研究持续升温并引发“细读

文本、重回经典冶的学术思潮,横向的共时性研究成果丰硕,学界开始关注多民族文学、民间文

学、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综合文献研究以系统整理史料工作为主,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研究

课题。 最后,在文学普及工作方面,选编历代文学经典作品是现阶段正在进行的主要工作。 回

顾过去的学术研究工作,在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的前提下,学术工作者达成如下共识:第一,坚持

学术研究的原创性与时代性;第二,坚持学术研究的系统性与专业性;第三,坚持学术研究的继

承性和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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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摇 言

近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迎来三个 60 年,一是 2013 年的建所 60 周年,二是 2014 年《文学

遗产》创刊 60 周年,三是今年《文学评论》创刊 60 周年。 再往前推若干年,时值世纪之交。 由于这些特

定历史节点的缘故,我曾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史作过比较系统的梳理淤,也组织过若干纪念活动,
并编纂纪念文集于。 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把这些文章联系起来看,确实可以看出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研究

界的一些重要变化。 概括起来主要有下列五点:
第一,新世纪前后,学术界对于刚刚过去的百年历程充满好奇,渴望探索。 无论是对文学创作经验

的总结,还是对文学研究业绩的梳理,都成为一时的研究热点。
第二,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经验教训,昭示着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推动学术质变的关键因素是观

念的更新。 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向何处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等问题成为当前关注的焦点。
第三,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的进程中,学科意识的强化与学科的确立无疑是最重要的业绩之一,

淤

于

2002 年底,我曾应邀在韩国首尔大学作演讲,以 1997 年至 2002 年间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作为探讨对象,题作《世纪之交的中国
古典文学研究》,原载韩国中国语文学会编《中国文学》第 38 辑,2002 年 11 月版。 又载《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3 年 3、4、6 期。
现已收入拙著《走向通融———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5 年版。 2007 年,应《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前沿
报告》编委会之约,就 2002 年至 2006 年间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状况作一宏观描述,故有《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趋向》的命
题作文,后发表在《文史哲》2007 年第 5 期。 现已收入拙著《回归与超越———文学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凤凰出版社 2008 年版。
为庆祝文学所成立 60 周年,我主持编纂了五部纪念文集:一是采访集《甲子春秋———我与文学所六十年》,二是资料集《文学研究
所所志》,三是《告别一个时代———樊俊先生纪念文集》,四是演讲集《翰苑易知录》,五是《岁月镕金二集》。 此外还有《掖文学遗
产业六十年纪念文汇》《掖文学遗产业六十年纪事初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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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与国际学术界同步接轨的最初目标。 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
因此,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固有学科的清理整合。

第四,在清理整合学科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对于过去专业划分过细的弊端有所反思,强调综合研究

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回归传统、回归文学经典、强化个案研究的倾向。
第五,新世纪的研究呈现出转型迹象,也提出了转型时期若干重要的问题,包括最基础的问题,譬如

什么是文学? 文学的职能是什么? 以什么样的尺度评判文学? 以什么样的方法研究文学? 在此基础

上,还有一些习以为常的问题也应重新给予审视。 譬如,文学研究与现实的关系,文学研究与传统的关

系,文学研究与市场的关系,文学观念与文学史料的关系,坚守文学与拓展领域的关系,文学研究的普及

与提高的关系等等。 这就涉及文学研究的思想原则、学术方法和研究态度等方面,事实上也已经成为当

时的热点和焦点问题。
而今,又是十年过去。 2017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迎来建院 40 周年大庆,要求我们对过去 40 年中国

文学研究的主要趋势略作回顾。 实际上,文学研究所的历史早于院部,成立于 1953 年,最初隶属于北京

大学﹐ 1955 年归属中国科学院﹐ 1977 年才归属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设有文艺理论、马克思

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古代文学、近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比较文学、民间文学、台港

澳文学、数字信息等研究室;主办《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中国文学年鉴》等三份刊物;代管中国中外

文艺理论学会、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鲁迅研究会等七个全国性学术社团;另设马克思主义文艺与文化批评研究中

心、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和民俗文化研究中心等四个非实体研究中心。 可以说,
文学研究所学科齐全,几乎涵盖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所有学科。

在此,我想以文学研究所科研工作为中心,结合本所主管的三份学术刊物、七个全国性学术团体、四
个非实体研究中心的学术活动,尝试从一个侧面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趋向,取得

的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 凡是其他文章中已经论述过的内容,这里暂且略而不论。

一、 文学理论热点

理论研究从来都是一个时代思想的风向标。 文学所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文艺理论、比较

文学、民间文学等研究室承担着当代诸多文学理论问题研究的重任。
(一)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文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理论研究历来是文学研究所的科研重点。 文学理论组首任组长蔡仪在

20 世纪 40 年代发表的《新艺术论》和《新美学》,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在文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原

则,从根本上解决了文学研究的思想方法问题。 这与此前主要以进化论为圭臬的思潮形成鲜明对照。
五六十年代,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是建国后第一批规范的高校文科教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

思主义文艺学专著,产生广泛的影响。 世纪之交,钱中文、王春元、杜书瀛等撰写《文学原理·发展论》
《文学原理·作品论》《文学原理·创作论》,侯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 《中国美学思想史》,杜书

瀛、钱竞主编《中国 20 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王善忠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史》,许明主编《华夏审美

风尚史》等,继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传统,围绕着人性、人道主义、文学主体性、人文精神等问

题展开广泛讨论。
2009 年文学研究所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与文化批评研究中心,与全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

会、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通力合作,开展了许多活动。 2010 年以来,该中心主要成员参加了“中央实

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冶的研究工作,是我院参加该工程人数最多的单位之一。 同时,积极

参与马克思主义人才队伍建设,招收“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计划冶的博士研究生,培养了一批新锐

的专业理论人才。
2014 年,我院实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创新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为会长,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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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了“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冶。 同年 9 月,文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室正式成

立。 除日常研究外,每年为《中国文学年鉴》撰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综述冶,为院《马克思主义理

论学科前沿研究报告》撰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前沿报告冶。 同时,还承担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

论论坛冶秘书处工作,组织召开会议,出版文集。 自 2016 年始,论坛集刊定名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
辑刊,每年两期。 《文学评论》还专门设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专栏冶,定期刊发本所及国内外学

者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2014 年 10 月 15 日,习近平同志在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集中回答了什么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如何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这一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深
刻阐述了有关文艺工作的理论、方针、政策,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判断,是今后文艺理论学科

研究的纲领性文件。 同年 11 月 22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人民日报社联合主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文艺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开展积极健康文艺批评冶研讨会,同时,举办首届“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论坛冶。 与会者普遍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有责任、有义务针对当前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

中的重大理论现实问题,组织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研究,客观分析,科学回答,及时明确地发出正确的

声音,切实发挥释疑解惑、正本清源的作用,努力让文学创作真正回到人民中来,从对市场的依附中

解脱出来。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冶是继 72 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最重要

的纲领性文件,具有里程碑意义。 文学研究所的第一代学者中,有 12 人从“鲁艺冶走出来,他们中的

一些人亲自聆听了《讲话》,并坚持把《讲话》精神贯穿到文学研究的实际工作中。 在文学所人心目

中,5 月 23 日,是一个重要的节日。 每到这一天,何其芳同志总要在党报上发表阐释文章。 2013 年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以及纪念《讲话》发表 70 周年、2017 年纪念讲话发表 75 周年,在这两

个重要的日子,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中外文艺理论研究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等召

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研讨会,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统一思想认识,取得若干重要的共识。 毛

泽东同志的“讲话冶是“五四冶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生根的必然结果,为新中国文学艺术的发

展指明方向。 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总结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重新认识

延安文艺精神建构的当代价值,系统总结共产党领导下的“双百冶方针、“二为冶方向以及“双创冶原

则,深入探讨文学艺术理论与创作中的“中国经验冶,两个“讲话冶无疑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

历史意义。
(二) 加强海外文学名著与文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研究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何其芳所长就组织编写《文艺理论译丛》《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古典文艺

理论译丛》三套丛书,有计划、有重点地介绍世界各国的美学及文艺学理论著作,为我国文艺理论界提

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 这些著作现已汇编为《文学研究所学术汇刊》9 种 30 册,交由知识产权出版社重

印。 在此基础上,文学所又组织编选《西方美学的现代历程》《西方文论经典》等论著,围绕“世界文学冶
概念、文艺批评的“民族的标准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当代艺术的处境等问题,梳理资料,提供

进一步研讨的线索。
加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也是近年研究的热点。 卢卡契的《审美特性》提出,马克

思主义是关于人的解放学说,认为审美表现是人的生存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 为此,文学所专门组织研

讨会。 伊格尔顿《理论之后》注意到文化研究和“理论之后冶两种语境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强调理论和

实践结合的意义。 《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的对话》 [1] 就流亡与救赎主题、艺术想象与历史

想象异同问题、悲剧的意识形态色彩问题展开讨论,极富启发性。 譬如关于流浪与流亡的区别,伊格尔

顿指出,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漂泊无定,到处流浪。 他被边缘化,也可能自认倒霉,心安理得,并没有改

变现状的勇气。 这是一种流浪者的心态,比较容易理解。 还有一种情形就比较复杂。 他可能在官场体

制中,但他依然感觉到自己是异乡人,很难融入固化的体制中。 身处魏阙,心在江湖。 他渴望改变体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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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却又无能为力。 这种心态,可能就是美学意义上的流亡状态。 关于悲剧,通常的理解,悲剧是历

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不能实现之间的冲突。 伊格尔顿又强调指出,“在所有的文学形式中,悲剧

也许是最具意识形态性的。 它是一个非常排外的领域。 因此,我们唯物主义者必须用我们粗鄙的手

取得它,而不是以布莱希特的方式摈弃它。 确切地讲,悲剧的观念必须被重新职能化,以供另一种政

治和美学所用。冶
(三) 加强对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研究

《文学评论》复刊第一期刊发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引发了学术界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

大讨论。 王朝闻同志发表《艺术创作有特殊规律》,讨论艺术规律问题,认为形象思维、典型化原则、革
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些有关文艺创作的方法,都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且这些创作方法中的各个方面之间是互相联系的。 同时,对文艺创作特殊规律的探讨,对违

背文艺创作规律的种种谬论的批判,必须和文艺创作为什么人服务的动机,和产生什么社会效果结合起

来。 陈涌《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学和历史的批评》、李衍柱《美的规律与典型化原则》也就这些问题作了

深入探索。 陈涌认为,文艺反映的生活是包括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内的多方面的生活,
因此,美学分析必须和社会历史分析,艺术特殊规律和社会历史普遍规律结合起来。 李衍柱提出,典
型化是一个以少总多、以形写神, 通过个别表现一般的过程,是通过偶然揭示必然、通过有限显示无

限的过程,是“无目的而又有目的的,不自觉而又自觉,不依存而又依存冶的矛盾运动过程,是内容与

形式对立统一的艺术实践过程。 这些论点,今天看来也许并不新鲜,但在当时特定背景下,确有振聋

发聩的意义。
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高度发达,后工业化的西方社会出现了种种畸形和矛盾,打破了上帝创

世的神话,打破了理性万能的说法。 当人们有意识地发现丑、表现丑、把丑当作美的时候,荒诞代替了崇

高,非理性也就成为一时的审美思潮。 当代文学创作中很多人热衷于表现中国人的愚昧落后,也与这种

时代思潮的影响不无关系。 恩格斯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冶蒋
孔阳《说丑》一文指出,作为美的对立面,丑,自有其积极意义。 问题不在于写什么,而是站在什么立场

来写,要表达什么样的审美追求。 美与丑,滑稽与崇高,这些曾经的老话题,在审美追求日益多元化的今

天,依然有重新思考的必要。
与此相关联,是如何认识以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理论淤。 解构主义强调歧异的存在是

多元的必然,也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在差异的运动中,由于变是不可停止的,矛盾成为互补而非绝对对

抗,由于歧异是一种积极的运转的能,使万物不断更新,它不应受一个中心意旨的压制。 这种理论有其

合理性的内涵,可以藉此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并引发女权主义思潮,有助于后殖民主义对文化侵略的批

判,也有助于后现代主义艺术观对无序、无整体宇宙观的形成和表达[2]。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社会—历史批评、文化批评、精神分析批评、结构主义

批评、比较文学批评、文体形式批评、印象批评等新的研究方法纷至沓来,众声喧哗,一时间被推为显学。
早在 1962 年,钱钟书就发表《论通感》,较早运用心理学方法,比较亚里士多德《心灵论》与中国的《乐
论》,比较唐宋诗词与西方古典诗歌中的通感现象。 他指出,在日常生活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往

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鼻、身等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 把事物的无声的姿态描摹成好

像有声音,表示他们在视觉里仿佛获得了听觉的感受,用现代心理学或语言学的术语来说,就是“通感冶
或“感觉移借冶。 20 世纪 80 年代,文艺心理学成为热门,各种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的著作蜂拥而至于。
在众多著作中,吕俊华的《自尊论》《艺术创作与变态心理》《艺术与癫狂:艺术变态心理学研究》等,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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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于

德里达的代表著有《书写学》《语言与现象》《书写与岐异》等。
就我个人阅读所及,如金开诚《文艺心理学论稿》,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变态心理学派别》,滕守尧《审美心理描述》,列·谢·维
戈茨基《艺术心理学》,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引论》《梦的解析》,荣格《心理学与文学》,马斯洛《人的潜能和价值》 《动机与人格》,
罗伯特、保罗·萨门《变态心理学》,荷妮《自我的挣扎》等,都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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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态心理学的角度解读文学,很有影响。 80 年代,林兴宅在《文学评论》发表《论系统科学方法论在文艺

研究中的运用》,论述了我国文艺研究、文艺批评方法论变革的三个层次,提出系统科学方法论的核心

在于有机整体观念。 强调整体性观念,这在今天看来可能已是常识,而在当时,他运用系统科学方法论

讨论文学问题,让人感觉耳目一新。
听觉文化与视觉文化的比较研究也备受瞩目。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学者鲁道夫·阿恩海姆

《艺术与视知觉》就被介绍到中国,重点分析视觉艺术心理学问题。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以拼音文字为

主体的西方文化,对于“图像冶非常重视,甚至成为视觉文化的核心概念。 相比较而言,以形声文字为主

体的中国文化传统,对于听觉形象更加关注。 看字听声,“闻声知情冶,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 明清小说

中存在着的“草蛇灰线冶的艺术手法,强调艺术结构要有“连冶有“断冶。 这与西方艺术更专注于一以贯

之的“连冶有所不同[3]。 将这种理论应用于文学史研究,就有可能别开生面淤。
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的本土化,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化,也是持续不断的讨论话题。 黄浩的《文学

失语症》认为新小说患上了“运动性失语冶,“即语言传达的功能性障碍疾病。 通俗一点讲,就是:新小说

说话困难冶。 由此延伸,古代文论也面临着现代转化的难题。 曹顺庆在《21 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

建中国文论话语》中探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冶可能性以及若干途径。 季羡林在《门外中外文论絮语》中
强调我们应当秉承“不薄西方爱东方冶的态度,“让这两种话语并驾齐驱,共同发展冶。 为此,《文学评

论》编辑部在 1997 年第 1 期特意设专栏,精心择选出四篇论文与一篇报道,由此引发“中国古代文论的

现代转换冶“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冶的大讨论。
世纪之交,面对中国复杂多变的文学现象及其发展状况,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问题逐渐引起学界的

格外关注。 1999 年底,《文学前沿》主办“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冶研讨会,就 90 年代中国文化批评的评

价以及文化研究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适用性进行讨论。 此后连续几年召开“文艺学与文化研究冶“变革

时代美国文学与文化研究全球性对话冶等研讨会,试图对丰富复杂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出文化解答。 文

学研究所也适时承担院重大课题“新世纪全球化格局与中国人文建设冶项目,用于面对新世纪以来中国

文论转型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重大理论问题,系统回应急剧变化中的中国社会文化现实问题于,同时,又
组织专家,按照类别编选“新世纪文论读本冶,选录近十年来重要的理论文章盂,为学术界提供丰富的参

考资料。 由此不难看出,文学所的研究人员既要坚持“文以载道冶的悠久传统,又不能放弃研究者应有

的立场和情怀。 钱中文就坚持认为,过度强调文化研究的价值其实是泛化了“文学性冶,取缔了文学自

主研究和独立的学科价值,一味地关注文学外部研究,最终将导致文学的消亡和死亡。 经典马克思主义

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冶 [4](P82)。 文学观念的变迁

和文学研究的推进,始终是在社会语境的制约中产生和发展。 文学研究工作者应当看到历史语境的变

迁和重大转折,找到能有效作用于社会语境的研究旨趣和范式,这样才能对文学和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

应有的作用。 站在今天的立场看,这场论争的意义已超出“文化研究冶本身,由此向传统文艺学、当代文

学批评等领域延伸,影响不可小觑。
其实,这又涉及学科边界问题。 一方面,我们画地为牢,各说各话,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甚

至还相互怀有偏见。 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对历史常有偏见,觉得他们见物不见人;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对文

学界也有成见,认为文学研究是见人不见物;从事哲学研究的人认为文学仅仅是对客观世界甚至是对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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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盂

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文学评论》2007 年第 3 期),从近现代的“演说冶入手, 着重讨论“演说冶
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 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汉语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第 13 章《眼睛的文学革命 耳朵的文学革
命》,则把 1917 年《新青年》刊发《文学改良刍议》视为开启“看冶的文学革命。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现代戏剧、广播、有声电影等
声音媒介迅速涌现,“听冶的文学就开始了。 1922 年从哈佛大学学成回国的洪深和 1926 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归国的熊佛西,
陆续将美国的戏剧理论与小剧场运动介绍到了中国本土。 1923 年上海的中国无线电公司开始有广播。 1928 年南京的中央广
播电台开始播放收音节目。 华语有声电影的之作开始于 1930 年《歌女红牡丹》。 这些都是“听冶的革命,听觉艺术在这里扮演
重要角色。
这套丛书已由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9 年出版。
这套丛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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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间接折射,不能直接揭示宇宙与社会的本质与真理。 文学、历史学界,也有人认为哲学研究没有学

问,因为他们物、人皆不见,只讨论形而上的东西。 另一方面,我们又渴望彼此了解,也都知道,历史可以

为文学提供直接素材,文学也可以是历史与哲学的反映。 譬如,对于先秦两汉历史文化的研究,文史哲

研究者所使用的材料大体是相同的,只是观察的角度有所不同而已。 谈到屈原,我们不仅想到屈原的思

想和形象,还有他的时代,他的生存环境,还有楚地风物等等,涉及历史学、地理学、哲学、人类文化学、社
会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与方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打破内部藩篱,进行跨学科研究,就很有必要。 问题

是,这些话题说了很多遍,学术界也多有尝试,但成功者有限。 有的文学研究工作者,从古代文学研

究到现当代文学、民间文学,最后还会研究到史学、哲学甚至政治、经济学,每一部成果都可能引起一

定的社会轰动效应,但时过境迁,多数所谓成果如天边游云一样散去,没有多少人还记得起他们的作

品。 有的文学研究工作者,爱用训诂学上“一声之转冶的方法,由甲到乙,由乙到丙,由丙到丁,转来转

去,似乎古代任何作家的任何作品,都有可能产生关系。 学术研究允许根据一些材料发挥适当的想

象,就像跳远,脚踏实地,跳出一步,对古人抱以了解之同情。 但仅此而已,不能再据以进行三级跳。
学术研究不是学术创作。 多学科跨界研究在方法论上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忽视了学术有边界、
学术有内涵的基本道理,忽视了外延不能无限扩展的规矩。 无节制的跨学科研究可能会获得暂时声

誉,却由于缺乏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缺乏基本的学术训练,往往后继乏力,其成果也很难长久保存

下去。 这样的成果,可以浪得虚名一时,却让作者付出一生的代价,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提倡文

史哲不分,并非要求文学研究者去从事历史学、哲学工作者的研究任务,而是要指出学术研究需要注

意学科边界问题。
(四) 跨学科研究:从民间文学到比较文学

文学研究所的民间文学研究领域聚集一批享誉国内外的学者,在神话、史诗、民间故事、民间传说、
歌谣、谚语、小戏以及民间文学基本理论研究方面,成果丰硕。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民间冶的涵义

发生重大变化。 为适应国内外学术发展的新形势,这个研究团队在强化已有优势基础上对研究重点

和研究领域多作调整,发挥集合优势,在原有《中华民间文学史》基础上修订而成《中国民间文学

史》 [5] ,涉及多种民间文学研究分支学科,获得海内外同行的重视及好评,已被列入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其次,强化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关注中外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前沿问题,注重对学科理

念作深度反思,对关键词作系统梳理。 同时,审时度势,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并在其中起

到重要作用淤。
从现在的趋势看,民间文学、民俗文学、民族文学乃至比较文学,殊途同归,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

的理论突破。 譬如民族文学问题,现在越来越引人注意。 过去,国内很多民族院校文学系通常开设有汉

民族文学经典阅读课,对《诗经》《楚辞》等文学名著以及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著名

诗人的优秀作品,都有详尽的介绍。 相比之下,内地一些综合性大学中文系对于不同民族的文学经典,
似乎鲜有介绍。 中文系,是中国语言文学系的简称。 中华各民族文学经典,当然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

部分,理应被纳入中文学科建设的规划中。 2015 年 3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民
族文学研究》又联合举办了“中华文学的发展、融合及其相关学科建设冶学术研讨会。 与会专家热烈讨

论,建言献策,凝聚共识,一致认为有必要努力探讨、总结“中华文学冶在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

来的不同特色、演变规律及其在推动中华民族文化、文学的交流与融合过程中的时代作用。 这次会议引

起了学界和在京媒体的共鸣与关注。 《文史知识》编辑部又组织专栏,约请一些中青年学者撰写文章,
展示新一代学者的宏观思考。

再譬如比较文学问题,郑振铎先生借鉴《金枝》的巫术理论来解析汤祷传说,重释经典文献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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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2013 年,以民间文艺工作者为主体的中国民俗学会,在法国巴黎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
九届常会上,成功当选为新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审查机构成员,在 2015 年至 2017 年间全面参与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优秀实践名册及国际援助四类申报项目的评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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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开启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先河。 钱钟书《谈艺录》《管锥编》等学术名著,是 20 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研

究的杰作。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方法热冶“文化热冶风起云涌,研究者渴望“走向世界冶。 在这样背景

下,文学研究所在 1985 年以《文学研究动态》编辑部为基础,组建了文艺新学科研究室。 1990 年,该研

究室更名为比较文学研究室。 2002 年,文学研究所又成立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将文学人类学、比较神话

学作为主攻方向。
这两个方向,又与现在比较时髦的“钞本理论冶有内在的关联。
近年,随着记忆文化理论研究的深入,人们将历史的发展,分为口述文化、记忆文化和文化认同与政

治想象这三个阶段。 这种理论主张,与当前所谓“后真相冶(post鄄truth)思潮相关。 尼采说,世界上没有

真相,只有对真相的解释。 这就涉及历史的角色塑造问题、历史想象与文学想象的同异问题。 依据这种

理论,钞本时代的经典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不断叠加的情况。 流传至今的先唐文本文献可以有单一的资

料来源,也可以具有多重早期资料来源,出现异文,很不稳定。
以屈原和《楚辞》为例,早在上世纪初叶,就有部分学者怀疑屈原的存在。 他们的主要根据,一是先

秦史料未见屈原名字,二是《资治通鉴》未写屈原事迹。 廖平《楚辞讲义》说:“屈原并没有这个人。冶又
说:“《楚辞》为词章之祖,后人恶秦,因托之屈子。冶胡适《读楚辞》也说:“依我看来,屈原是一种复合物,
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与黄帝周公同类。 我想,屈原也许是二十五篇《楚辞》中的一部分的作者,后来渐

渐被人认作这二十五篇全部的作者。冶冈村繁《楚辞和屈原》认为很多作品“是屈原死后,对其记忆犹新

的时候的人的作品。冶 [6]朱东润先生虽然没有否定屈原的存在,但他在“楚辞探故冶的系列文章中认为

《离骚》是刘安所作,《九歌》是汉武帝时的作品,《九章》中的作品多数也成于武帝时代,《天问》可能是

战国时代楚人的作品。 这实际上也否定了作为文学家的屈原的存在。 对此,郭沫若撰文逐一批驳淤。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学界又重提这一话题,国内出版了《中日学者屈原问题论争集》 [7]、《与日本学者讨

论屈原问题》 [8]、《现代楚辞批评史》 [9]等,可以说是对屈原否定论的总清算、集大成。 从中国人的情感

来说,屈原的存在,不能否定。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情感不能代替学术。 早期文献传播途径不同,同一故

事便有不同记载。 有关《西京杂记》的作者有多种说法。 倪豪士根据毛延寿丑化王昭君这个细节,推断

这部书出现在齐梁中后期。 类似情形,《吕氏春秋》《淮南子》《列女传》《新序》《说苑》等,故事来源各不

相同,故事情节细节都有出入,就有一个互文性问题。 即便是同一本书,前后记载也可能矛盾。 比如

《商君书》《管子》《晏子春秋》《荀子》 《韩非子》,很难说一定是个人所著。 《复旦学报》2016 年第 6
期刊发日本学者小南一郎的《掖楚辞业的时间观念》,他在文章中指出,文化人类学研究表明,文明程

度较低的民族中,时间观念往往是循环式时间观念,直至永远。 这个时期的人们基本上感觉满足,较
少忧虑。 进入文明较高阶段之后,尤其是中央集团统治后,新的直线式时间观念产生。 这时的人们

开始充满忧虑,时间的背后是悲剧性的本质:“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冶按照这样的观念

看《离骚》,就有三个时间观念:第一部分是主人翁第一次出发以前的部分。 从时间观念来说,这个部

分是在直线性质的时间里万事不如意,所以他放弃直线性质的时间,向天界作第一次的出发。 第二

部分记述天界游行的前半段,包括他跟女神们的接触,描写的是主人翁在圆形时间里的彷徨。 第三

部分是第二次出发以后记述新的天上游行,从空间观念来说,是以迈向更宽广的地域为目标进行的

彷徨。 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新的时间。 这个时间超越直线性质的时间和循环的时间,是充满喜

悦的绝对性质的时间。 所以会有这三种不同的时间观念,从逻辑上来推断,可能是由于不同的叙述

者造成的。 这可能就是一些学者读《离骚》时,可以读出不同作者的原因所在吧? 这种文本细读,是
很有意义的尝试。 这个结论可能不是否定屈原,而是指出一种现象,即早期文献以某人命名,这个人

不一定就是唯一的作者。
又譬如,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常常自相矛盾,有些场面的描述更像小说。 甚至可以这样说,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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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文献,很多像小说。 这也容易理解。 中国古代早期文献,始于口头传播,经过漫长的流传,最
后被写定。 在流传过程中,口传文献信息不断累积,不断演变,最终形成文本文献。 因此,今天所看

到的众多版本,很难说哪些是定本,哪些内容是后人叠加进来的。 不同文本的不同性质本身已经成

为文学史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照此推论,先唐文本文献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19 世纪末,疑古思

潮甚嚣尘上,与此前的疑古之风遥相呼应。 俄国汉学家王西里(V. P. Vasiliev,1818-1900)《中国文学史

纲要》认为,除《诗经》《春秋》外,现存先秦典籍多数是汉代产物,甚至更晚淤。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

法》提出 12 种辨伪的方法,也将很多先秦以来流传的典籍列入伪托之作。 类似这样的观点,左右学术

界将近一个世纪。
问题是,最近 40 多年,出土文献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中国早期文本文献的传承相当复

杂,梁启超提出的辨伪方法,大多数站不住脚。 而且,更重要的是,现在所有出土文献,并没有从根本上

改变中国学术史的面貌。 即便是甲骨文,也只是证明司马迁所见史料比较确切。 这充分说明,中国早期

文献确有其稳定性品质。
过去我们常常依违两端,要么疑古,要么佞古,即便是中立的“释古冶,或曰“走出疑古时代冶,其本质

还是相信或者不相信现存史料。 所谓钞本理论一个基本的态度是,承认古史材料矛盾的存在,具体材料

要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近年,有一种从“国学热冶到“古典学冶的倾向。 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纷纷

开展钞本理论研究,有的还成立古典学研究中心之类的机构,引导学者引入欧美研究古希腊文化、圣经

文献的学术方法,虽然还是初步的尝试,值得关注。

二、 当代文学思潮

(一) 密切跟踪当代文学创作

文学所的重要领导、学者郑振铎、何其芳、唐弢、蔡仪、陈荒煤等,早年多投身于当代文学创作与文学

批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围绕着当时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问题,撰写了大量的文学评论、文学

史和文学理论研究论著,对于《林海雪原》《红日》《红旗谱》《苦菜花》《青春之歌》等进行了比较广泛深

入的研究。 20 世纪 60 年代,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毛星、朱寨等人编写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集
中反映文学研究所对于当代文学的整体把握。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确立了“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

义服务冶这一社会主义时期一切文学活动发展的根本方向和根本目的。 朱寨、张炯等领衔集体撰写了

《新时期文学六年》《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当代文学新潮》《新世纪文丛》《九十年代文学观察丛书》等
著作,积极参与到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与文学批评活动中,为中国文学事业的劫后复苏贡献力量。 新世纪

以来,为深入总结建国 60 多年来的中国文学经验,杨匡汉、陈晓明等主持编写了《共和国文学 50 年》
《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 《20 世纪中国文学经验》 《六十年与六十部———共和国文学档案》等著

作,都曾产生重要影响。
除完成重要的集体项目和资料汇编之外,40 年来,当代室老中青三代学者潜心于个人的学术著述,

成为国内当代文学批评界的中坚力量。 近年,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李洁非个案研究系列(《解读延安》《典
型文坛》《典型文案》《典型年度》《文学史微观察》《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等),总结延安经验,分析共和

国文学体制与文学生产的关系,蕴含着深邃的历史思考,在当代文学界引起较大反响。 李建军的当代文

学研究(如《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文学的态度》《文学因何而伟大》《文学还能更好些吗》等),立足中

国传统文化,推崇俄罗斯别、车、杜的美学思想,追求崇高之美,提出“集体性共创冶理论,在当代评论界

独树一帜。 他在《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一书中指出,一切成熟意义上的文学创作,都是以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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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同代人文学经验为基础,是对多种经验吸纳和整合的结果,因而,本质上是“集体性冶的,而非“个人

性冶的;是由知名或不知名的人“共同冶参与和创造的,而不是由一个人师心自用独自创作出来的。 它涉

及了对“独创冶“生活冶和“内心封闭性冶等问题的理解和阐释。 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独创性冶,否定一

切经验的消极的文学意识,这是一种傲慢的写作姿态和无知的写作理念。 1832 年 2 月 17 日,歌德对

爱克曼说过这样一段话:“事实上我们全都是些集体性人物,不管我们愿意把自己摆在什么地位。 严

格地说,可以看作我们自己所特有的东西是微乎其微的,就像我们个人是微乎其微的一样。 我们全

都要从前辈和同辈学习到一些东西。 就连最大的天才,如果想单凭他所特有的内在自我去对付一

切,他也决不会有多大成就。 可是有许多本来很高明的人却不懂这个道理。 他们醉心于独创性这种

空想,在昏暗中摸索,虚度了半生光阴。 我认识过一些艺术家,都自夸没有依傍过什么名师,一切都

要归功于自己的天赋。 这班人真蠢! 好像世间竟有这种可能似的! ……我只不过有一种能力和志

愿,去看去听,去区分和选择,用自己的心智灌注生命于所见所闻,然后以适当的技巧把它再现出来,
如此而已。 我不应把我的作品全归功于自己的智慧,还应归功于我以外向我提供素材的成千上万的

事情和人物。冶 [10](P250)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议论,有助于我们反思和纠正极端性质的“创新冶理论

和“独创冶理论。
为密切跟踪当代文学变化,文学所当代文学研究室逐步确立了以“文情现状考察冶和“中国文学经

验冶为两大主攻方向。 《中国文坛纪事》(1999 年启动)、《中国文情报告》(2003 年启动)是“文情现状考

察冶核心成果,以时文选辑、考察报告的方式切入当下,把握走向,成为当代文坛一份重要的年度报告,
受到广泛关注。 主持人白烨根据调研考察所得,为院《要报》撰写内参文章,如《青年作家队伍的现状与

问题》《当下文学阅读的浅俗化问题》两文,提出要注意对青年作家的培养的建议,得到中央领导的重

视,中国作协为此专门召开工作会议,定期举办全国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
当代文学研究室还曾联合全国 30 多家单位协作编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迄今已出版 80 多

种,计 2000 多万字,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当代文学的发展历史。
(二) 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学批评工作

2014 年 1 月,《人民日报》开辟《文学观象》栏目,就当前我国文学发展中的重要现象、热点话题和

焦点问题,以对话形式进行探讨和辨析,有的放矢地开展深入有力的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 这是马克思

主义文艺批评的重要收获。 主持“文学观象冶专题研讨的张江教授,不仅亲自参与每期专题的设计与策

划,而且每期的主持人语,都有精彩的见解,构成“文学观象冶的一大亮点。 如在《文学遭遇低俗》中,他
说道:文学发展遭遇越来越严重的低俗之风。 这与整个社会环境的客观变化有关系,但更与一些创作者

理念观念认识模糊密切相连。 许多人认为,文学要接地气,就要“俗冶。 还有人宣称,只要老百姓喜闻乐

见,无论俗与不俗,都是好作品。 这话得仔细辨析。 “俗冶有通俗、低俗之分,通俗指向风格,低俗指向趣

味。 文学可以通俗,不能低俗。 这些看法,直面当下文学现状,大胆言说文学基本问题,言简意赅,理直

气壮,在理论与实际的密切结合上,表现出了实事求是的理论思考与批评勇气。 2015 年,人民出版社将

上年 24 篇“文学观象冶系列论评文章结集为《原点、焦点与热点》一书出版淤。
(三) 总结探索中国当代文学经验

中国的诗歌,从古诗到律诗,再到新诗,如何在继承中有所创新,一直以来是新诗研究的重点。 20
世纪 50 年代,何其芳同志发表《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结合对诗歌创作问题的看法,谈及个人在

诗歌形式上的主张。 20 世纪 80 年代,新诗潮兴起,两个“崛起冶,引发了长时间的论争。 不过,这个问题

至今也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 新诗民族化,依然任重而道远。
新时期的小说创作,高潮迭起。 从“伤痕文学冶到“新写实小说冶“先锋派冶创作,每个时期都有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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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创作。 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系列创作,获得了较高的赞誉。 《白鹿原》的意义在于,作者一方面

试图探究民族文化和历史命运,另一方面,又努力从中重新发掘民族灵魂,发现人的价值,给文学界带来

新震撼和自信[11]。
2012 年 10 月,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大事件。 围绕莫言获奖的话题,

从最初的欢呼雀跃淤,逐渐集中到莫言创作与中国经验的思考与总结方面。 文学界普遍认为,当前甚至

长远,中国都迫切需要像莫言这样的作家,以文学特有的人文理性精神,跨越文化差异,讲好中国故事,
总结中国经验,让中国文学融入世界,同时,也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于。 莫言用自己独特的文体超越

了故乡这个狭义的乡土概念,超越了故乡日常生活的简单的自然主义,超越了转瞬即逝的、空洞的、无意

义的琐屑形象,超越了“怪诞现实冶的物质形态,也超越了历史时间的盲目乐观(进化)和悲观(末世

论),并赋予了这些被超越的东西以真正的民间气质、信念和意义[12]。
2012 年 12 月,文学所主管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在京联合主办研讨会,主

题就是“全球视野与本土经验冶。 有学者指出,莫言等人的创作证明: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都传承了

“五四冶文学的主题,传承了鲁迅的主题。 在莫言的作品里面,鲁迅反复书写过的暴力、围观、嗜血的主

题以及“吃人冶的隐喻,包括对国民性的分析,在莫言作品中都是非常丰富的。 和鲁迅相比,在深刻的程

度、苛刻的程度上,莫言也是有进步的,他甚至进一步强化了鲁迅的某些观念,超越了简单的政治描写,
确立了反进化论的写作立场[13]。 还有学者指出,莫言的小说创作虽然受到文学大师如福克纳、川端康

成等的影响,但他小说的叙述方式主要还是由中国叙事文学传统中滋养出来的[14]。
当然,也会有另外一种声音,认为莫言的创作虽有其贴近乡土的一面,同时也不可否认,其创作核心

是对上世纪 80 年代文学思潮的一种延续,是对西方关于中国想象的某种印证。 事实上,当代中国的文

学和思想,早已走到莫言的前面。 换一句话说,莫言的创作依然停留在过去的历史语境中。 有读者指

出,莫言的小说展现的是“一个阴郁、悲凉、荒诞的世界,充满饥饿、暴力和非理性的欲望。 不知道这是

否就是莫言所理解的人性,抑或中国人的人性?冶 [15]

(四) 关注新兴媒介变化

当前,经济市场化、全球化,当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出许多新的文学现象,网络

小说、博客写作、微博信息、手机文学以及网络文学评论等,打破了地区、种族、文化的隔绝状态,以前所

未有的迅疾加快了信息的传播和交流,对传统形态的文学构成巨大挑战。 网络文学的核心价值是

“爽冶。 它可能刺激和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也可能会造成文艺的庸俗化倾向。 文学艺术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发展压力。
如何面对如此巨大的作者群和读者群,我们的文学批评工作者显然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 2013 年

7 月 19 日,《人民日报》刊发专栏文章,“呼吁建立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冶。 确实,网络时代的发展,呼唤我

们的文学批评工作者,不仅要追踪日新月异的文学变化形势,更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客观评述这种变化

的因缘际遇及其发展趋势。 这就需要建立“网络文学史冶体系,评价网络文学的文学史地位以及存在的

问题。

三、 文学史及文学史料研究

文学史研究与文学作品细读,两者关系密切,其背后又隐含着不同的价值取向。 细读文学作品,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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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于

何吉贤《无名袭来“莫言风冶:“莫贝尔冶在中国》称莫言获奖后,“平面纸媒、电视和网络新媒体迅即开始铺天盖地地介绍和挖掘有
关莫言的一切‘新闻爷。 记者和游客蜂拥来到莫言的家乡高密东北乡,连莫言老家的那片红萝卜地也惨遭洗劫,当地政府乘势而
上,准备投资 6. 7 亿元,种植万亩红高粱,打造莫言文化体验区。 出版商们也开足机器马力,大量印刷莫言的作品,包含了莫言所
有作品的 20 册《莫言全集》也很快上市,甚至还爆发了莫言作品的版权之争。 在很短的时间内,莫言作品即高居畅销书排行榜榜
首,在莫言刚获奖的那几个月,有时候,莫言的作品甚至有两三本都排在了畅销书前十位,不到半年的时间,据说莫言图书的总码
洋已超过了两个亿。冶收在《文学研究新视野———文学研究所对外学术交流文集》,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蔡清辉在 2012 年 11 月 4 日的《光明日报》上就提出莫言与“中国经验冶的讲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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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通过个案,关注艺术的特色,而文学史研究则带有鲜明的理论探索的色彩,探索规律性的东西。
(一) 纵向历时性研究

文学史研究涉及的范围很广泛,既包含作家作品研究,也涵盖文学思潮史研究。 文学所古代文学研

究室、近代文学研究室、现代文学研究室、台港澳文学与文化研究室以及古典文献研究室主要承担广义

文学史研究的重任。
1953 年建所伊始就设立中国古典文学组和中国文学史组,理论与文献并重,中学与西学贯通,完成

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文学史著作。 20 世纪 60 年代由余冠英先生主持编纂完成的三卷本《中国

文学史》、由唐弢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汇集了中国古代、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精英,集
中呈现了建国以后文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长期以来作为教材,蜚声海内外。

世纪之交,邓绍基、刘世德、沈玉成等先生组织编写多卷本“中国文学通史冶系列,包括谭家健等主

编《先秦文学史》、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徐公持《魏晋文学史》、邓绍基《元代文学史》成为这

一学科的权威著作。 此外,杨镰《元诗史》、金宁芬《明代戏曲史》,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持编写的

《中国文学史学史》,显示出文学所对文学史研究的广泛而持久的关注。 断代文学史、分体文学史、文学

编年史等领域,也推出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刘跃进编著《秦汉文学编年史》,曹道衡、刘跃进合著《南北

朝文学编年史》,卓如、鲁湘元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编年》,刘福春编著《中国新诗编年史》,张大明编

著《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淤等,一时出现出版扎堆现象。
中国近现代文学学科,已有较长的发展历程。 文学所不仅有专门的研究室,还主管着全国性的中国

近代文学学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在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研究,在“鲁、郭、
茅、巴、老、曹冶等经典作家研究方面,很多学者始终活跃在第一线。

早在 1978 年,文学研究所组建近代文学研究室(初名近代组)。 这是全国第一个专门研究中国近

代文学的学术机构。 1982 年,近代室首先发起举办第一届中国近代文学学术讨论会,此后每两年一届,
现已坚持了 20 多年。 由近代室筹备,1988 年成立了中国近代文学学会,还成立了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

究会等二级分会。 这些机构的设立,极大地推动了近代文学研究的开展。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室成立于 1954 年,以 20 世纪初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史的研究作为首要

任务,兼及当代文学的研究,形成了富有影响力的学术团队和学术传统。 《文学评论》常常组织专题讨

论,刊发对现代著名作家作品的研究论文。 特别是鲁迅研究,常论常新。 陈涌《鲁迅与五四文学运动的

现实主义问题》全面论述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意义。 孙玉石《掖野草业与中国现代散文

诗》则把鲁迅的《野草》视为中国现代散文诗走向成熟的第一个里程碑。 此后,王富仁、杨义、汪晖等

人又分析了鲁迅作为一个伟大思想家的复杂性格。 还有学者常常运用新方法、新理论去解释鲁迅作

品。 譬如吕俊华《论阿 Q 精神胜利法的哲理和心理内涵》、林兴宅《论阿 Q 性格系统》等,都是当时传

诵一时的名作。
20 世纪 80 年代,“重写文学史冶成为时髦的提法。 从理论上说,这种提法是“为了冲击那些似乎已

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目的在于探讨文学史研究多元化的可能。冶其实质是不满足于过去的叙述,对
《诗》《骚》的传统,对李、杜的地位,对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以及建国后的“十七年冶文学提出系统质

疑。 在此背景下,美国夏志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剑桥中国文学史》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便
成为学术界少有的畅销书。 这个现象的背后,其实有一股思潮在涌动,即海外一部分汉学家在掌控着中

国文学的评价标准。 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要想“走向世界冶,就有必要向欧美学习,有必要对中国古代

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给予重新叙述和评价,才能获得所谓世界学术主流的认可。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如何撰写文学史,不能东倒西歪,还是要回归中国的传统,回归主流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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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此外,钱理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15-1927)》,张健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也是
这个时期的代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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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 2016 年,《中国文学批评》杂志对此一现象展开讨论,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文学所的

科研人员坚持自己的研究立场,一批青年学者自发地组成“北京·中国当代史读书会冶,阅读原始文

献,倡导重回经典,开展以重新阐释左翼和革命作家为宗旨的“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冶系列

学术活动,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审视历史,发表了很多有深度的研究文章,即将结集为《革命·历史·文

学》《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以赵树理为中心》《20 世纪中国革命视野下的台湾文学》三
部著作。

(二) 横向共时性研究

近百年来,各种形式的中国文学史已经出版了上千部,多属于建立在西方文学观念基础上的知识性

积累,且局限于汉民族文学发展状况。 20 世纪 90 年代文学所就主持编纂《中华文学通史》 [16]的编写工

作,包括中华多民族文学、民间文学,还涉及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汉语文化圈以及海外华文文学,在某种

程度上实现了“三通冶,即纵向的古今文学贯通,横向的多民族、民间文学贯通、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

贯通[17]。 2015 年,《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民族文学研究》又联合举办了“中华文学的发展、融合及其

相关学科建设冶学术研讨会,引起了学界和在京媒体的共鸣与关注。 杨义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比较深

入的理论思考。
杨义的《文学地理学会通》立志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手持的利器,就是大文学史观,注重文学史的历

时性与共时性的相互交融、立体共生的关系,关注 “边缘活力冶问题,关注文学地理学、文学民族学、文学

文化学和文学图志学乃至文学考古学。 刘跃进的《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一书,收集了大量秦汉时

期的文人史料,依照地理分布情况进行整理,以说明不同地域与文人的气质风尚的关系。 这种探讨,在
文学研究方法上,具有重要意义。 赵京华率领创新团队,从事《20 世纪人文地理纪实》丛书的校勘与研

究工作。 这是一项旧书翻刻与整理的工作,目前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两辑近 20 册。 丛书的整理

出版,是对 20 世纪众多人文地理著作的一次重新发现和解读,是拼贴完成 20 世纪文学研究全息全景地

图的一次尝试。
开展对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文学研究,对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也是文学研究所的一项重要工作。

早在 1989 年创建的港台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室,在台湾小说史、新诗史、文学理论发展史、两岸文学

关系史和作家作品、专题研究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研究基础。 近年,他们以“台湾文学史料编纂与研

究冶为中心,梳理明末与清代台湾传统文学、日据时代文学文献,陆续推出《台湾文学大系》《扬子江与阿

里山的对话》《台湾地区文学透视》《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等集体成果。 个人著述众多,为开拓中国

大陆起步较晚的台湾、香港、澳门和海外华文文学的学术研究做出重要贡献。
(三) 综合文献研究

文学研究所的文学史研究,建立在文学史料的系统整理基础之上。 古代文学史料的整理,最重要的

业绩是大型《古本戏曲丛刊》的编辑出版。 它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戏曲作品总集,收集了留存于世的绝大

部分戏曲孤本与珍本。 文学所几代学人为此付出了坚实的努力,先后出版了一、二、三、四、五、九等六

辑,收录 800 余种稀见戏曲珍本。 2016 年,文学研究所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携手推出《古本戏曲丛刊》
第六集,第七、八两集的工作业已进入实施阶段,计划在 2019 年出齐。 此外,刘世德、陈庆浩、石昌渝主

编的《古本小说丛刊》是当代最重要的古典小说丛书。 石昌渝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充分吸

收历代研究成果,是一部集大成式的中国古典小说书目。 2017 年,刘跃进著《文选旧注辑存》由凤凰出

版社出版。 该书力图囊括至今尚存的《文选》所有旧注。 这些旧注包括李善引前人注、李善注、五臣注、
《文选集注》所引各家注、旧钞佚注(如俄藏敦煌《文选》二四二残本、天津艺术馆藏旧钞本及日本永青文

库藏旧钞本中所存佚注)以及史书古注等。 此外,该书搜罗《文选》众多版本,并在众多参校本中广泛收

集到一些较为稀见的日藏古钞本。 这些古钞本,清代学者未曾寓目,当代学者也罕觏其面。 将这些稀见

版本收入《辑存》,无疑使“选学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得到进一步开拓。 《辑存》因汇辑众多版本,正文、
注文方面就出现了极为繁多的异文。 有些异文两义皆可通、有些属于通假字或异体字、有些为讹脱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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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无论什么样的情况,这些异文的存在,为我们探究文本意义、版本流传、六书演变、古籍校勘提供了直

观的实例,有着多方面的参考价值。 文学研究的角度纷繁各异,方法也层出不穷。 无论什么方法,最终

都绕不过作品,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作品上。 作品研究,或强调理论的阐释,或注重文献的整理,但都要以

文本细读为基础。 细读的前提则要有一部较为可靠的文本。 然而古籍在流传过程中,往往会产生意想

不到的讹误脱衍,因此文本细读首先需要校订异同、寔正文字。 关于如何细读文本,《辑存》通过两万余

条具体的实例,向读者说明:要从“有字处冶开始细读。 通观全书,似乎只是罗列正文和注文的文字异

同,但这正是关键的第一步。 细读文本,首先是一字一句的校读,其次才能积句成章、积章成篇,达到通

解全文的程度。
自上世纪英美新批评派提出“文本细读冶的理论后,一时蔚为风气。 现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受该

理论启发,也纷纷倡导“细读文本冶。 其实,二者之间还是有所差异的,前者强调的是以语义分析作为诗

歌批评最基本的方法,后者则意在摒弃空洞的文学外部研究,要求回归文本并立足文本。 古代文学研究

与英美新批评派的诗歌研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鸿沟,不能不加辨析就轻易地将其理论“拿来冶使用。 具

体到古代文学,如何细读,便是一个需要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可喜的是,《辑存》为我们开启一条切实可

行的途径,为经典阅读树立一个可资效仿的范例。
近现代文学史料研究有“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冶“中国近代文学作品系列冶“中国近现代稀见

史料丛刊冶等,整合近现代诸多稀见而又确有史料价值的文献,包括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诗
话、词话、序跋汇编等,多层面、多角度地呈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

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所主持编纂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是“五四冶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

第一套大规模的,较为完整、系统的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全国 60 多所高等院校及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近

400 名专业人员参加了编写工作。 2007 年,文学研究所启动《中国文学史料全编》工程,“现代卷冶即以

这套丛书为基础,统一装帧,分为甲乙丙三编,集中出版。
对于史料的系统整理,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
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老一辈学者中,余冠英、曹道衡的汉魏六朝文学、乐府文学研究,钱钟书的唐

宋文学研究,孙楷第的小说、戏曲目录史料的研究,俞平伯、吴世昌的《红楼梦》研究与词学研究等,都成

为相关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术成果。 在他们的引领下,文学所的古代文学在相关研究领域依然保持旺

盛的学术创造力。
近、现代文学研究,随着史料的整理,别开生面。 唐弢先生的鲁迅研究、现代文学史研究,樊骏先生

对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都有目共睹。 此外,对鸳鸯蝴蝶派、新月派、新感觉派的研究,我们在分析

清末民初文坛、评价左翼作家创作时就有了更多的参照。 文学所的科研人员对于海派京派文学的研究,
对于左翼作家作品的研究,对于清末民初文坛的研究,对于新诗资料的整理研究,对于文学人类学以及

东亚思想史的研究,对于海外汉学的关注研究,都以资料研究为基础,立论坚实,多可信据。

四、 文学普及工作

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有着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巨大功效。 文学研究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把中

国文学价值、中华美学精神挖掘出来,贡献给社会。 文学研究所创办之初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选编历

代文学经典作品。 像《诗经选》 《史记选》 《乐府诗选》 《汉魏六朝诗选》 《三曹诗选》 《唐诗选》 《宋诗选

注》《唐宋词简释》等书,反复打磨,本身就已成为经典,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 余冠英、王伯祥、钱钟

书、俞平伯等人的名字和声誉,也逐渐走出学术圈,为广大读者所熟知。 最近 40 年我们又编选了《不怕

鬼的故事(增订本)》《不信神的故事》《唐宋名篇》《台湾爱国诗鉴》《台湾爱国文鉴》《台湾小说选》《中
国短篇小说百年精华》以及“文史讲座丛书冶15 种等普及读物,还参与中组部组织的干部读本《中国文

学名篇》等,积累了丰富的编选经验和学术声誉。 计划中的《中国文学读本》,力求精选从古到今、包括

台港澳三地的文学经典,展现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为当代文化建设与文学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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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们认识到,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写出了人人心中所有,他人笔下所无的境界。 一部好的文学选本,就
是把要这类好的作品筛选出来,通过阅读,走近作者内心世界,走进作者所处的时代。

自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文学的大众化,民族化,一直是中国文学

发展的方向。 民族化,就是要求文学体现一个民族的特性。 这就涉及民族性问题。 一种说法认为,民
族、国家就是一种“想象共同体冶。 那么如何塑造这种想象的共同体,就需要文化的传播来完成。 文学

研究工作者,有必要深入总结我们民族的传统特性和现实追求,并把这种特殊的文化基因固化为人民大

众的行为准则和共同梦想。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研究的普及工作,不仅是传播文化知识,更是传递一

种理念,一种理想,甚至还可以说,是在从事一项民族文化集体认同的凝聚工作。

结摇 语

回顾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在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的前提下,已经形成几点共识。
第一,坚持学术研究的原创性与时代性,始终把理论研究作为提升研究水准的根本方法。
第二,坚持学术研究的系统性与专业性,始终把文献研究作为夯实研究基础的重要手段。
第三,坚持学术研究的继承性和民族性,始终把普及工作作为推广研究成果的重要途径。
我在纪念文学所成立 60 年编写的《岁月熔金二编》序言中曾有这样的表述:何其芳同志在 1954 年

建所之初提出的“谦虚的、刻苦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冶,或许可以视为文学所精神的一个基本内涵。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引导下,60 年来,文学所艰辛地探索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形成自己的传统。 首

先,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发挥国家级科研机构的引领示范作用,这是文学所成立 60 年最基本的经

验,也是最重要的特色。 其次,遵循学术规律,整合团队力量,夯实学科基础,这是文学研究所在学术界

保持较高学术声誉的根本保障。 第三,尊重学术个性,鼓励广大科研人员潜心研究,撰写传世之作。 而

要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一条还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第四,贯彻“双百冶方针,坚持“二为冶方向,把
编选优秀的古今文学读本作为一项重要的学术工作。

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来文学研究所的学术工作,我认为上述论断依然可以移到这里作为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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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Abstract:This paper reviews the general trend of Chinese literary studies, the achievements and the prob鄄
lem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in the past four decades in four aspects: hot issues of literary theories, contemporary
literary trend of thoughts, studies on literature history and literary historical data, and popularization of litera鄄
ture. First of all, in the hot issues of literary theories:research on Marxist literature and aesthetics is still domi鄄
nant. The western Marxist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recent years, the study of the
basis of literary theory has been enhanced,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s on the rise. Secondly, in the con鄄
temporary literary trend of thoughts: 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carried out many discussions about literary theo鄄
ries on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eation, targeted literary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literary criticism have gradually
developed, the academic community began to sum up the explor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experi鄄
ence, many new literary phenomena caused by the new media have been paid attention to. Thirdly, in the stud鄄
ies on literature history and literary historical data: the vertical diachronic research has a long history and has
led to the “return to the classic冶 academic thought, the study of horizontal synchronic is fruitful, academics be鄄
gan to pay attention to national literature, folk literature, Chinese literature in Hongkong, Taiwan and overseas,
comprehensive literature research is mainly based on systematic arrangem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which leads to
a series of new research topics. Finally, in the popularization of literature, the selection of classical works of
ancient literature is the main work that is being carried out at this stage. In reviewing our academic work, schol鄄
ars have reached a consensus on the premise of learning for the people: First, adhere to the originality and times
of academic research; second, adhere to the systematicness and professionalism of academic research; Third,
adhere to the inheritance and nationality of academic research.
摇 摇 Key words:hot issues of literary theories; contemporary literary trend of thoughts; studies on literature his鄄
tory and literary historical data; popularization of literature

摇 姻收稿日期:2017鄄06鄄20
摇 姻作者简介: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
摇 姻责任编辑:何坤翁

·24·


